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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与戴复古论诗绝句比较论

胡传志

内容提要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与戴复古《论诗十绝》是论诗诗史上的代表作，元诗写于

前，戴诗作于后。两者相差十六年，都是与其他诗人切磋诗艺的产物，皆具实用性。内容上，

元年轻气盛，重在批评他人，告诫自己；戴年近古稀，意在自述体会，教导他人。对论诗

绝句的体制局限，戴诗无甚作为，元诗则成功发掘论诗绝句的体制潜能，从而超越杜甫《戏

为六绝句》，成为后代广泛效仿的对象。

关键词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　戴复古　《论诗十绝》　比较

论诗绝句自杜甫《戏为六绝句》首开其端之后，继作者代不乏人，但真正出现里程碑式的作品，是

在三四百年之后的宋金双方。在金有元好问，以《论诗三十首》为代表；在宋则有戴复古，以《论诗十绝》

为代表。二者略有先后，形成呼应态势，共同促进了论诗绝句的发展。学界对《论诗三十首》的研究由

来已久，清人查慎行《初白庵诗评》、翁方纲《石洲诗话》、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等各有所论，当代

学者著述更多，如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刘泽《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港台学者王韶生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笺释》、陈湛铨《元好问论诗绝句讲疏》、邓昭祺《元好问论诗绝句笺证》、何三本《元

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笺证》、方满锦《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研究》都是相关专著。与此不同，学界对戴复

古《论诗十绝》的研究主要见于各种批评史、诗论史，重在研究其诗学思想，对其作专题研究的论文寥

寥无几，专题研究的著作尚未出现。但是，自郭绍虞先生以来，凡谈及论诗诗演变者，就常将二者联系

起来，有所比较，但又往往语焉不详，大都沿袭郭绍虞先生的观点，未能作进一步细致的分析。本文将

努力通过比较，揭示两组诗在写作时间、主旨内容以及在发挥绝句体制功能方面的异同和得失。

一　创作先后与实用动机

受正统观的潜在影响，人们在叙述论诗绝句的发展史时，通常由唐至宋再至金，习惯于先谈杜甫，

次谈戴复古，最后谈元好问，仿佛戴复古《论诗十绝》写作在前，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写作在后，

这其实是个错觉。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题下标明写作时间和地点：“丁丑岁三乡作。”丁丑为金兴定元年（1217），
当时元好问因避战乱逃至福昌县三乡镇。虽然有学者根据末首“老来留得诗千首”之句，怀疑组诗写

于晚年，但证据不力，无法否定其自注的可靠性。戴复古《论诗十绝》，原题作《昭武太守王子文，日

与李贾、严羽共观前辈一两家诗及晚唐诗，因有论诗十绝。子文见之，谓无甚高论，亦可作诗家小学

须知》。一般批评史类著作不太关注其写作年代，其实，其写作年代并不难考知。题中的王子文为王埜，

绍定五年（1232）十一月后任昭武太守，戴复古在此前后，来到昭武，次年秋天即离开昭武，在昭武期间，

戴复古与王野、严羽等人多有交游，戴复古有《祝二严》诗，严羽有《送戴式之归天台歌》诗。所以，

戴复古《论诗十绝》应作于南宋绍定六年（1233） 。两相比照，即可见《论诗三十首》写作时间比《论

①　张继定《严羽和戴复古身世行迹诸问题考》，《南昌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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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十绝》早十六年左右。有些学者习而未察，误以为戴作在元作之前，如林东海《论诗诗论》曰：“到

了南宋，江湖派诗人戴复古才有意于仿杜，用绝句组诗专论诗歌，作《论诗十绝》，侧重于论述诗歌原理；

其后金源又有元好问加以鼓吹，作《论诗三十首》，侧重于评论历代作家。” 邓新华《论诗诗：中国

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认为：“论诗诗在由南宋向金、元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对论诗诗

有突破性贡献的人物，这就是戴复古和元好问。戴复古有《论诗十绝》……而最终克服戴复古略嫌散

漫之弊端，以明确的目的、严肃的态度、辩证的眼光来以诗论诗，从而将绝句体论诗组诗发展到更加

完美境界的则是金代的元好问。” 这些都是受正统论叙述思路误导所造成的时间倒置。澄清这一关节

之后，原先那些属于戴复古名下的开创之功，如“首次在题目上出现‘论诗’的”论诗诗 ，就应归

于元好问，元好问较之戴复古，可谓占得先机。

《论诗三十首》完成后，是否及时传入南宋？理论上应有可行性。当时南北的交流并未完全阻断，

可现存文献中没有任何传入南宋的征兆。不仅如此，《论诗三十首》在北方也未见记载，未见出任何反

响，不得不让人怀疑元好问当时并未将之及时公开。可以肯定，戴复古没有看到这一组诗，《论诗十绝》

是其直接上承杜甫和其他宋人的独立创作，中间没有受到《论诗三十首》的影响。这实在是个大遗憾，

否则《论诗十绝》或许是另一番面貌。

从生成背景来看，元、戴这两组论诗绝句都是诗人切磋诗艺的产物。元好问创作《论诗三十首》

时，尽管处于避乱期间，偏处三乡，但那里可谓是乱世中的一片诗歌绿洲。赵元、李汾、辛愿、刘昂

霄、英禅师等一批优秀诗人聚集其地，经常举行诗会，如他们游览三乡光武庙，元好问、刘昂霄、辛愿、

魏邦彦等六人相继作诗，元好问《秋日载酒光武庙》、刘昂霄《中秋日同辛敬之、魏邦彦、马伯善、麻

信之、元裕之燕集三乡光武庙，诸君有诗昂霄亦继作》二诗流传至今。在集体酬唱之时，他们定然有

所思考，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元好问说英禅师因与辛愿、赵元等人交往，而“诗道益进” 。元好

问自己也不例外。虽然现存文献中没有他与其他诗人直接探讨《论诗三十首》相关问题的记载，但可

以肯定《论诗三十首》的创作与此大背景相关。当时元好问二十八岁，尚未考中进士，未进入主流诗坛。

为此他很苦恼，就在这一年，他多次感叹：“学诗二十年，钝笔死不神。乞灵白少傅，佳句傥能新。”（《龙

门杂诗》其二）“我诗有凡骨，欲换无金丹。”（《寄英禅师》）可见他与其他诗人经常交流诗艺。戴复古

创作《论诗十绝》，正如其原题所示，是与昭武太守王埜（王子文）、李贾（李友山）、严羽等研习前人

诗歌有感所作。王埜爱好诗歌，昭武（今福建邵武）也是一方诗人乐土，戴复古绍定五年去昭武的主

要目的是访友论诗 ，如其诗题所云“过昭武访李友山诗社诸人”、“李友山诸丈甚喜得朋，留连日久”。

戴复古与王埜等人诗歌往还，称颂王埜“风流太守诗无敌，有暇登临共唱酬”（《题邵武熙春台呈王子

文使君》）。其时戴复古六十六岁，是其中地位最高、年资最长的诗人，《论诗十绝》显然是他与其他年

轻诗友切磋诗艺的产物。可见，不论年龄长幼，也不论地处南北，爱诗之人都会谈诗论艺，促进诗歌

创作和批评。

正因为两组论诗绝句出于探讨诗艺的背景，所以都具有突出的实用性。只是元、戴二人创作论诗

绝句时的年龄、地位不同，其实用性的指向也有较大差异。元好问作《论诗三十首》与此前所编《诗

①　林东海《论诗诗论》，《文学评论》1984 年第 1 期。

②　邓新华《论诗诗：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武汉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台湾亦有学者持此论。

如何三本《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笺证》：“若以论诗绝句之起源或发展之先后为序，则杜甫《戏为六绝句》应为论诗绝

句之滥觞；次为南宋戴石屏《论诗绝句十首》，其次为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 7 卷第 3 期，

1963 年）

③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413 页。

④　元好问撰、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卷三七《木庵诗集序》，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73 页。

⑤　张继定《严羽和戴复古身世行迹诸问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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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自警》、《锦机》等书大体相同，意在通过品评前人创作得失，来提高自己的诗歌水平，具有“自警”

之意。如论秦观诗歌，“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完全复述王中立之语，王中立之语又见《诗

文自警》。《论诗三十首》最后一首诗云：“撼树蚍蜉自觉狂，书生技庠爱论量。老来留得诗千首，留与

谁人较短长。”一方面有所自谦，承认写作组诗、评点前代名家，有些书生技庠之类的轻狂，一方面信

心不足，担忧自己的诗作被后人随意评骘。或许正因此顾忌，元好问才未公开该组诗。而戴复古其时

已经是名满江湖的诗人，相当自信，自称其诗是“黄金作纸珠排字，未必时人不喜看”（《戏题诗稿》），

如此自负，写作《论诗十绝》的目的当然不在自警，而是就诗歌创作的相关方面，发表自己的见解，

以教导时人和后生。所以，即使这一组诗不被昭武太守王埜看好，认为“无甚高论”，戴复古仍然不为

所动，乐意将之公开，将之视为实用性、指导性很强的“诗家小学须知”。这一“小学须知”显然不是

诗人自己创作的内在需求，而是告诫他人如何作诗。

二　批评论与经验谈

郭绍虞先生曾比较元好问、戴复古这两组论诗绝句，认为都源自少陵，各得一体，“戴氏所作，重

在阐述原理；元氏所作，重在衡量作家。这正开了后来论诗绝句的两大支派” 。此论在分别戴、元

诗论时，抬高了戴复古的地位，为学界广泛认同。只有张伯伟敏锐地指出，将“戴复古说成是后世论

诗绝句的一派之祖，并无确凿可靠的依据” ，《论诗三十首》虽“偏于论作家，而在评论作家中，又

贯穿了其诗歌理论”，而“《论诗十绝》虽然偏重理论，但却没有一个诗学宗旨贯穿其间” 。而这两

点差异，正是造成元、戴诗歌高下的决定性因素。

元好问其时已经初露锋芒，所作《箕山》、《琴台》等诗受到前辈诗人赵秉文的誉扬，树立起进军

诗坛的决心。为此，他必须总结前人得失，思考当下诗坛的弊端，引以为戒。他以三十首的篇幅，纵

论古今诗坛，其中虽然多数属于作家论，但作家论未必就是他论诗的重点。《论诗三十首》大抵可以分

为三类：第一类不涉及具体作家，纯粹探讨创作理论，如开宗明义的第一首：“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

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继承杜诗“别裁伪体”的精神，以正体为标的，

具有鲜明的疏凿意旨，可谓立意高远。第十一首：“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

亲到长安有几人？”强调亲身经历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第二十一首：“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无复见

前贤。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批评次韵唱酬这种创作方式。第二类，以阐明其诗歌观念

为主导，以作家论为辅证，重点仍然在创作论。如第六首：“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

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其重点显然不在贬斥潘岳，而是以潘岳为例，论人品与文品的关系，

证明文章不能见为人的观点。第九首：“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心声只要传心了，布谷澜

翻可是难？”其重点在于批评“斗靡夸多”，陆机、潘岳只是他信手拈来的例子罢了。第十四首：“出

处殊途听所安，山林何得贱衣冠？华歆一掷金随重，大是渠侬被眼谩。”反对隐居山林之人以道德优势

自居，鄙视衣冠之士。华歆掷金之事亦不过为其反面例证而已。第十七首：“切响浮声发巧深，研摩虽

苦果何心？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濩音。”反对过分研摩声律，提倡自然音韵，后两句引元稹《水

乐记》及《欸乃曲》作为前两句观点的佐证。第三类，虽是相对单纯的作家论，但亦体现其诗学主张。

如第八首：“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在初唐诗坛的

背景下，评价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重点肯定陈子昂的革新之功。第十八首：“东野穷愁死不休，

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将孟郊与韩愈对比，不仅见出其高下之别，还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96 页。

②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第 414 页。

③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第 4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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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对孟郊渲染穷愁主题的不满。在上述三类诗中，第一类与作家论基本无关，第二类涉及到作家

论，但作家论只是其创作论的素材，第三类为作家论，约占《论诗三十首》一半比例，也可以说是通

过作家论来阐明其诗学宗旨。因此，《论诗三十首》仍然偏重于理论。具体论述中，有褒有贬，贬多于

褒，换言之，《论诗三十首》以批评论为主。

戴复古《论诗十绝》确实如郭绍虞先生所说，“重在阐述原理”。十首诗中，大抵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直接或间接涉及到有关作家，是他“观前辈一两家诗及晚唐诗”引发的读后感，重点是借助作

家论来表达其诗学见解。如第一首：“文章随世作低昂，变尽风骚到晚唐。举世吟哦推李杜，时人不识

有陈黄。”承认诗歌应该随时代而变迁，李杜、陈黄是唐宋两代诗人的代表，认为陈黄虽不及李杜，也

不该被遗忘。第六首：“飘零忧国杜陵老，感寓伤时陈子昂。近日不闻秋鹤唳，乱蝉无数噪斜阳。”前

两句是作家论，推崇杜甫、陈子昂忧国伤时的情怀。后两句指向现实，感叹当下缺少关注国事民瘼的

诗歌。第二首：“古今胸次浩江河，才比诸公十倍过。时把文章供戏谑，不知此体误人多。”虽然没有

明确所指对象，但应该指苏轼等人，重点批评诗中的戏谑之风。这类诗歌是作家论和创作论的结合。

第二类是其他七首诗歌，与作家论基本无关。这些诗歌与其说是阐述原理，不如说是介绍其创作经验，

特别是创作技巧方面的体会，属于“诗家小学须知”的范围。如第三首：“曾向吟边问古人，诗家气象

贵雄浑。雕锼太过伤于巧，朴拙唯宜怕近村。”谈的是自己追求雄浑、反对过分雕琢工巧、又不愿流于

村俗拙劣的体会。其他如“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陶写性情为我事，留连光景等儿嬉”，

都是第一人称、指教他人的口吻。最后四首也是如此：

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

诗本无形在窈冥，网罗天地运吟情。有时忽得惊人句，费尽心机做不成。

作诗不与作文比，以韵成章怕韵虚。押得韵来如砥柱，动移不得见工夫。

草就篇章只等闲，作诗容易改诗难。玉经雕琢方成器，句要丰腴字要安。

这些基本上都是他的创作心得。譬如他作诗不计迟速，有时获得一佳句，经年才得以成篇。据瞿佑《归

田诗话》卷中《戴石屏奇对》载，他曾见夕阳照映群山，有“夕阳山外山”之句，最初以“尘世梦中梦”

相对，觉得不甚满意，后来村行途中，触景而发，忽得“春水渡傍渡”一句，恰好与“夕阳山外山”相对。

这一例子可以当作“有时忽得惊人句，费尽心机做不成”两句的注脚。

由上可见，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重在批评他人，告诫自己；戴复古《论诗十绝》重在自述体会，

教导他人。元好问年轻气盛，既敢于褒贬前代名家，蚍蜉撼树，又能别具只眼，颇具卓见，显示出高

于时辈也高于戴复古的实力。戴复古年近古稀，好为人师，喜欢向人介绍经验，絮叨琐细，遗憾的是，

他虽然秀出东南一方，自负颇高，实未能跻身一流诗人之列，终身成就远不及元好问，其手眼亦远不

及元好问。所以，他的创作经验难免流于寻常浅显，新意有限，当即被年轻的地方官王埜指为“无甚

高论”，其《论诗十绝》写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后，却后来居下，不禁令人惋惜。清人宗廷辅《古

今论诗绝句》称扬戴作：“石屏一生得力，略尽此十绝中。即有宋一代诗学，亦略包此十绝中。其语直

截痛快，度尽初学金针。”肆意拔高，有失允当，远非事实。

三　体制潜能的发掘与停滞

就论诗诗而言，学界普遍承认，元好问对后世的影响远超过戴复古，王士禛、袁枚等名家都有仿作，

而在郭绍虞等先生所编的《万首论诗绝句》中，却不见模仿戴复古《论诗十绝》的作品。有学者指出：

“在论诗绝句发展史上，元好问创造了杜甫以后的真正辉煌，标志着论诗绝句地位的确立。” 元好问《论

①　高利华《论诗绝句及其文化反响》，《文学评论》200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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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十首》何以获得如此高的地位？除了在规模、内容上胜过戴复古《论诗十绝》之外，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元好问成功发掘了论诗绝句的体制潜能。

论诗绝句是诗歌理论与诗歌艺术的联姻，其本质仍然是诗歌，而非理论著述。绝句篇幅短小，历

来以即景抒情见长，以之阐发理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便。杜甫当年“戏为”之举，本有探索尝试、

偶尔为之之意。即使以他出神入化的大手笔，也未能把论诗绝句写得像散文那样的“曲折达意”，不能

围绕中心自如地“畅发议论”，导致其诗歧解纷纷 。杜甫开创了论诗绝句的体制，却未能很好地解决

这一体制内含的矛盾。杜甫之后的继作者，一来不太重视论诗绝句（特别是组诗）的创作，二来有限

的论诗绝句没有作出值得称道的开拓。名篇如王安石《题张司业诗》：“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

入神。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直接议论，不见得有多少技巧。苏轼《戏徐凝瀑布诗》：“帝

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形象生动，却戏谑有余，论说

不足。吴可《学诗诗》三首，均以“学诗浑似学参禅”开篇，介于谈诗说禅之间，偏于抽象枯燥。总

之，论诗绝句由唐至宋几百年来没有大发展。元好问恰好在理论阐发与诗歌艺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成功地克服体制局限，发掘体制潜能，而戴复古则没有做到这一点。

如上文所述，在内容的选择上，《论诗三十首》并非纯谈诗学原理，大多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的

品评，来以小见大，以少见多，由具体见一般，从而有效地越过篇幅短小的局限，避免空谈理论的弊端。

兹举第三首为例：“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尤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中心内

容是不赞成钟嵘关于张华“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的观点，认为晋诗尚存建安之风。前两句举王敦击

缺唾壶、吟诵曹操诗歌为例，证明邺下风流在晋代的传承，后两句举出唐代的温李新声，反驳钟嵘之说，

反映出元好问崇尚壮美的旨趣，以及博通诗史的眼光。可谓是事例具体，立论轻巧。而戴复古《论诗十绝》

的内容，或偏向于宏观抽象，如第四首：“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

随人脚后行。”理论有余，感性不足；或流于琐屑饾饤，如上引“作诗不与作文比”、“草就篇章只等闲”

两首，关于押韵、改诗之类论述，理论性不足。两种类型都没有把握住论诗绝句的体制特点。

除内容之外，元好问还创造性地采取其他一些技巧来克服篇幅短小的局限，以期扩大绝句的容量 。

他最爱用的技巧有两个，一是对比手法。对比所形成的反差，成为有张力的空间，具有丰富的内涵暗示，

能产生意在言外的效果。如上引：“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

仁拜路尘？”在对比中启人深思，无形中拉大了上下句的空间。再如第二十九首：“池塘春草谢家春，

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将谢灵运的清新自然与陈师道的闭门觅句相对

比，引起读者关于二人不同创作方式、不同诗歌境界的联想。另一技巧是设问。据统计，《论诗三十首》

中有十七首诗用了十九例疑问句。其中可分为一般疑问句和反问句两种。一般疑问句如第一首：“谁是

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可以理解为作者以疏凿手自许，也可以理解为对“诗中疏凿手”的

一种期待。第二十七首：“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后人为何“废欧梅”，作者自己也未

必清楚，却发人深思。反问句意思与否定句相同，却多出一层言外的空间，更能令人回味。如其五评

价阮籍：“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针对“阮籍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

诞》）的说法，反问“何物能浇块垒平”，促人思考：酒不能消其块垒，还有什么可以消其块垒？再如

其十九评价陆龟蒙：“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如何？”陆龟蒙一辈子孤愤，其结局如何？必须联

系陆氏的生平遭际等其他资料才能给出答案。元好问正是通过对比、设问等技巧克服绝句容量不足的

局限。反观戴复古《论诗十绝》，在扩充绝句内涵方面，几乎没有作为。十首诗中，仅第六首将杜甫、

①　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87 页。

②　关于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文学技巧的分析，参见方满锦《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文学性》，胡传志主编《中

国诗学研究》第 3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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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诗与当下的蝉噪作对比，其他诗歌基本都是平铺直叙。整组诗中没有运用一个疑问句。就此而言，

较之杜甫《戏为六绝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不仅没有拓展，反而是一种停滞甚至退化。

诗歌是形象的抒情艺术，不适宜说理议论。论诗绝句既然要论诗说理，就不免要多发议论，同时

又要保持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性。元好问之前，唐宋诗人作了少许探索，但成功者寥寥。元好问正是

在议论艺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前文所谈的设问，就是其议论成功的一大法宝。通过设问来议论，有

两大好处：一是使得议论更具锋芒和气势，观点更加鲜明突出，如前引第六首探讨文品与人品的关系，

连用两个反问句，步步紧逼，使得文章不一定能反映为人的观点显得确定无疑。二是调节诗歌的节奏

和声情，使得诗歌葆有咏叹的韵味。如第十首评价元稹的杜诗论：“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

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全诗都是议论，除了使用比喻之外，末句的疑问“争奈”与上句“自

有”、次句“亦区区”相呼应，从而增加了诗歌抑扬顿挫之致。

论诗诗中，增加议论形象性的最有效手法是比喻。杜甫《戏为六绝句》就多次用比喻：“龙文虎

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几乎一半

诗歌运用了比喻，有时还几个比喻连用，如第二十二首：“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

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先引德诚和尚“一波才动万波随”的诗句来比喻苏诗翻新出奇的情景，

再用“沧海横流”这一比喻指出了另一面，两个喻体之间如同流水一般，自然相连。如第十六首评价

孟郊、李贺诗歌：“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从他们的诗中提炼出“秋虫”、“山鬼”两个

比喻，加上“切切”、“泪纵横”等修饰词语，构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将议论与写景、抒情结合

起来。有些比喻是元好问首创，新人耳目。如他在孟郊“谁谓天地宽，一生虚自囚” 、“万事有何味，

一生虚自囚” 的基础上，拈出“诗囚”二字概括孟郊，说“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诗囚”

一语破的，既准确揭示出孟郊其人其诗的特征，又造语奇警，别出心裁。再比如第二十四首评价秦观诗，

完全是复述其师王中立的话。王中立举秦观“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两句，称其诗为“妇

人语” ，元好问将之改写为韵语：“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将“妇人语”替换成“女

郎诗”，堪称点铁成金之笔。“妇人语”平淡无奇，“女郎诗”却新颖独到，洋溢着青春的情绪、轻快的

节奏、爽朗的音调，比较符合高邮才子秦观的身份。清人吴景旭特别欣赏这一比喻，曰：“遗山论诗，

直以诗作论也。抑扬讽叹，往往破的。读者息心静气以求之，得其肯会，大是谈诗一助。少游乃填词当家，

其于诗场，未免踏入软红尘去。故遗山所咏，切中其病，他日又书以自警，盖知之深，言之当也。”

此外，“布谷澜翻”、“碔砆”、“鬼画符”、“秋虫”、“山鬼”等比喻也许不无偏激之处，但感情强烈，一

针见血，个性突出，很好地凸显了议论的形象性。

戴复古《论诗十绝》也运用了比喻来加强议论的文学性，他所用的比喻有：

古今胸次浩江河，才比诸公十倍过。（其二）

近日不闻秋鹤唳，乱蝉无数噪斜阳。（其六）

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其七）

押得韵来如砥柱，动移不得见工夫。（其九）

玉经雕琢方成器，句要丰腴字要安。（其十）

十首诗中半数用了比喻，足见戴复古对比喻的重视。其中第六首所用比喻最为形象，褒贬分明。遗憾的是，

①　《赠崔纯亮》，《孟东野诗集》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01 页。

②　《冬日》，《孟东野诗集》卷三，第 47 页。

③　元好问《中州集》卷九《拟栩先生王中立》，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473 页。

④　吴景旭《历代诗话》卷六四，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9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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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比喻太过寻常随意，效果欠佳，总体水平远不及元好问。

在发掘论诗绝句潜能方面，元好问还有其他独特的开拓。也许受宋诗好化用前人诗句的影响，元

好问《论诗三十首》大量化用、挪用前人的诗句，有的与前代诗人的用法一致，如“一波才动万波随”、

“岸夹桃花锦浪生”、“出门一笑大江横”之类，这种引用不是论诗诗的特点所在。论诗诗引用前人诗句

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出于论诗的资料需要。如第二十四首直接引用秦观“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

卧晓枝”作为评论对象，同时也将秦观诗的境界移植到诗中，增强了这首诗的形象性。第十二首“望

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上句引用李商隐《锦瑟》的成句，下句则是改写《锦瑟》的首联，

并化用杜诗“暂醉佳人锦瑟旁”（《曲江对雨》），既概括了《锦瑟》诗“怨华年”的主题，又不动声色

地将杜诗中的温柔遐想带入论诗诗中。第十五首评价李白，则化用李白《望庐山瀑布水》诗，将“银

河落九天”置于“笔底”，用来形容其诗歌才华，高明而形象。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正是大量运用对比、设问、比喻、引用等手法，成功克服了论诗绝句先天

性的体制局限，大大发挥了论诗绝句的潜能，从而使得《论诗三十首》超越杜甫《戏为六绝句》，成

了后代广泛效仿的对象。而戴复古的《论诗十绝》在论诗绝句的体制、潜能方面无甚作为，他对后代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严羽《沧浪诗话》对其观点的吸收 ，其他方面则很微弱。清代论诗绝句创作繁盛，

仿元之作可谓连篇累牍，如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三十首、

谢启昆《读全宋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二百首》等等，难以枚举，尽管他们论诗内容有所拓展，诗学旨

趣有所不同，但体制上都是沿袭元好问的论诗传统，没有作出特别引人注目的突破。

［作者简介］胡传志，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发表过专著《金代文学研究》等。

                          

①　张继定《严羽戴复古异同论》，《浙江师大学报》2001 年第 5 期。


